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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渣与生物炭施加对稻田土壤碳库及微生物的后续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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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以福州平原稻田为实验区，在 ２０１５ 年早、晚稻秧苗移栽前，对稻田进行施加生物炭、炉渣、生物炭＋炉渣（混施）处
理，并以不施加处理作为对照。 为了了解施加处理的后续效应，于 ２０１７ 年检测早、晚稻拔节期和成熟期土壤有机碳含量及真

菌、细菌数量。 结果表明：３ 种施加处理稻田土壤有机碳（ＳＯＣ）含量均比对照组有显著提高（Ｐ＜０．０５），但溶解性有机碳（ＤＯＣ）、
易氧化碳（ＥＯＣ）、土壤微生物量碳（ＭＢＣ）含量各处理之间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与对照组相比，各施加处理组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了土壤中真菌和细菌数量，但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细菌数量与 ＤＯＣ 含量呈极显著负相关（Ｐ＜０．０１），与 ＥＯＣ 含量呈显著

负相关（Ｐ＜０．０５），与 ＭＢＣ 含量呈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５）。 真菌 ／细菌比值与真菌数量、ＤＯＣ 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１）。 说

明炉渣和生物炭施加处理 ２ 年后，仍可提高稻田土壤的碳库稳定性，并增加土壤微生物数量。
关键词：炉渣；生物炭；有机碳组分；土壤微生物；稻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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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碳库是陆地系统中最大的碳库，全球表层土壤中碳储量大约在 ７．００×１０１７—２９．４６×１０１７ ｇ 之间，占全

球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的 ２ ／ ３—３ ／ ４［１］。 土壤碳库对维持全球碳平衡与减缓温室效应意义重大。 土壤中活性

有机碳组分是土壤有机碳的重要组成，其直接参与土壤生物化学转化过程，对外界环境变化的响应较为敏感，
外界环境的微小变化都能导致土壤碳库组分发生改变［２⁃３］。 土壤 ｐＨ、容重、全氮等环境因子对土壤碳库组分

的影响尤为明显［４］。 由于活性有机碳组分具有较高的动态性和活性，与土壤有机碳总量比较，活性有机碳组

分更能够表征土壤质量的变化［５］，在维持生态功能和养分循环中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作用。 土壤微生物在物

质交换与生物化学转换中具有重要作用，土壤微生物的固碳机制主要包括两种：其一，生物体死亡后，形成难

以降解的物质如木质素、几丁质等碳源物质；其二，通过提高自身的活性，加快有机质的分解利用，从而积累有

机碳［６］。 生物学固碳作用不仅受到微生物生物量及群落组成结构等方面的直接影响，而且还受到土壤理化

因子的间接影响［７］。 但是，究竟是微生物自身影响土壤碳库组分，还是环境因子影响土壤碳库组分，或是两

者共同作用，目前尚不清楚，需要进一步研究。
近年来，研究人员已经探索出许多策略来提高土壤固碳能力。 例如，Ｗａｎｇ 等人研究发现在稻田中施加生

物炭和炉渣等特殊材料可以提高粮食产量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８］。 生物炭是由农林废弃物在厌氧条件下

热裂解产生的含碳丰富的固态稳定物质，具有巨大的比表面积、发达的孔隙结构和很强的吸附能力等特性，有
利于固碳［９］。 炉渣来源于钢铁工业的废弃物，含有丰富的三价铁，可以通过氧化铁对土壤有机碳的保护作用

提高土壤有机碳库。 当前，炉渣和生物炭已经被广泛用于土壤改良剂［１０］，但是关于生物炭与炉渣混合施加对

稻田土壤碳库组成及其稳定性的影响研究较少，探讨生物炭与炉渣施加处理对稻田土壤碳库与微生物数量长

时间尺度的影响效应更是鲜见报道。
众所周知，土壤是微生物的主要生存环境，土壤微生物是养分和土壤有机质动态的主要调控者，土壤有机

碳主要受细菌、真菌的影响，那么土壤中细菌、真菌的数量以及它们的比值是否会对土壤碳库稳定性造成一定

影响，这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基于此，本文以福州平原红壤稻田为研究对象，选择生物炭和炉渣为

施加物质，探讨炉渣和生物炭单一施加和混合施加处理对水稻拔节期和成熟期碳库组分及其相关微生物的长

期影响，并分析微生物与土壤碳库稳定性之间的相关性，为明确炉渣和生物炭影响稻田土壤碳库的微生物学

机制提供理论依据，对稻田的可持续生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１　 研究区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田间实验在福建省农科院吴凤村水稻研究所内进行（２６． １° Ｎ，１１９． ３° Ｅ），该实验基地共有水稻田 ７
ｈｍ２ ［１１］，该实验区位于闽江河口福州平原的南分支，地处乌龙江的北岸，海拔一般为 ３—５ 米，典型的亚热带季

风气候，气温适宜，温暖湿润，年均降水量为 １３９２ ｍｍ，年均气温为 １９．６℃。 实验田一般采用早稻⁃晚稻⁃蔬菜的

轮种模式，早稻生长期在 ４—７ 月，晚稻生长期 ７—１１ 月［１２］。
１．２　 施加物

炉渣来源于福建金星钢铁公司，主要含有 ＣａＯ（３５．７％）、ＳｉＯ２（２７．７％）、Ｆｅ２Ｏ３（６．２％）、ＭｇＯ（４．３％）、Ｋ２Ｏ

（２．７％）、ＳＯ３（１．３％）、Ｐ ２Ｏ５（０．１％）。 生物炭的制备材料为水稻秸秆，来源于江苏省南京市勤丰秸秆科技有限

公司，采用炭化炉和亚高温缺氧干馏技术制备，制备温度为 ６００℃，９０ｍｉｎ。 主要含有 Ｃ（５６．６％，质量分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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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Ｎ（１．４％）、Ｐ（１．０％）、Ｋ（１．８％）、Ｍｇ（１．０％）、Ｓ（０．６％）、Ｃａ（０．５％）和 Ｆｅ（０．２％）。 炉渣和生物炭都是碱性

物质，ｐＨ 分别为（１１．９７±０．０１）和（１０．３４±０．０２）。
１．３　 实验设计

炉渣和生物炭使用前均过 ２ ｍｍ 筛处理［８］。 在水稻移栽之前一次性施加到（０—１５ ｃｍ）犁耕层土壤中，并
进行充分混匀。 每个处理设置 ３ 个重复，共 １２ 个小区，每个小区面积 １０ ｍ２随机区组排列。 各小区之间用 ０．５
ｃｍ 厚、３０ ｃｍ 高的 ＰＶＣ 板隔开，防止各个小区之间进行水和营养物质的交换。 本研究中的主要施加肥料为复

合肥（Ｎ⁃Ｐ ２Ｏ５⁃Ｋ２Ｏ，１６：１６：１６）和尿素（４６％），底肥在移栽前一天施加，施加量分别为 ４２ ｋｇ ／ ｈｍ２（以 Ｎ 计）、４０
ｋｇ ／ ｈｍ２（以 Ｐ ２Ｏ５计）和 ４０ ｋｇ ／ ｈｍ２（以 Ｋ２Ｏ 计），分蘖肥在移栽大约 １ 周后施加，施加量分别为 ３５ ｋｇ ／ ｈｍ２（以 Ｎ
计）、２０ ｋｇ ／ ｈｍ２（以 Ｐ ２Ｏ５计）和 ２０ ｋｇ ／ ｈｍ２（以 Ｋ２Ｏ 计），穗肥在大约 ８ 周后施加，施加量分别为 １８ ｋｇ ／ ｈｍ２（以 Ｎ
计）、１０ ｋｇ ／ ｈｍ２（以 Ｐ ２Ｏ５计）和 １０ ｋｇ ／ ｈｍ２（以 Ｋ２Ｏ 计） ［１３］。 实验前对翻耕后的土地进行人工整平，以保持土壤

的均一性。 本实验分别于 ２０１５ 年早稻和晚稻种植前进行生物炭、炉渣的施加处理，其中四个处理分别为：对
照组（０ ｔ ／ ｈｍ２ 炉渣＋０ ｔ ／ ｈｍ２ 生物炭）、炉渣（８ ｔ ／ ｈｍ２ 炉渣）、生物炭（８ ｔ ／ ｈｍ２ 生物炭）、混施（８ ｔ ／ ｈｍ２ 炉渣＋８
ｔ ／ ｈｍ２ 生物炭）。 各个处理之间均施加相同质量的复合肥和尿素。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不进行生物炭、炉渣的施

加处理，各处理之间只施加相同质量的复合肥和尿素。
１．４　 样品采集与测定

分别于 ２０１７ 年的早稻拔节期、早稻成熟期、晚稻拔节期、晚稻成熟期，在每个样地分别用采样器采集犁耕

层（０—１５ ｃｍ）的土壤，用自封袋装好，带回实验室，挑去石块，植物根系等杂物。 一部分土放实验室自然风

干，用于理化分析，另一部分放入－２０℃的冰箱保存用于后续微生物数量测定。 土壤有机碳（ＳＯＣ）和全氮

（ＴＮ）测定采用土壤碳氮元素分析仪（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 Ｖａｒｉｏ ＭＡＸ Ｃ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溶解性有机碳（ＤＯＣ）采用去离子

水浸提，用 ＴＯＣ⁃ＶＣＰＨ 分析仪测定［１４］；微生物生物量碳（ＭＢＣ）含量采用氯仿熏蒸 ０．５ ｍｏｌ ／ Ｌ 硫酸钾浸提法，
浸提液中有机碳浓度用 ＴＯＣ⁃ＶＣＰＨ分析仪测定，并根据 ＭＢＣ＝ＥＣ ／ ０．３８（ＥＣ 为熏蒸与未熏蒸土壤有机碳含量差

值）公式计算［１５］；易氧化碳（ＥＯＣ）含量采用 ３３３ ｍｍｏｌ ／ Ｌ ＫＭｎＯ４氧化比色法测定［１６］。 土壤容重采用环刀法测

定，含水量采用烘干法测定［１７］。 电导率、土温采用便携式电导计（２２６５ＦＳ，ＵＳＡ）测定。 土壤 ｐＨ 值采用水土

质量比为 ５：１，摇床振荡 ３０ｍｉｎ，静置后用便携式 ｐＨ 计（ＰＨＳ⁃３Ｃ，中国）测定。 真菌数量采用马铃薯⁃葡萄糖琼

脂（ＰＤＡ）培养基，细菌数量采用 ＬＢ 琼脂培养基，进行平板菌落计数［１８］，测定每克干土含菌量。
１．５　 数据处理与分析

运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３、Ｏｒｉｇｉｎ ８．０、ＳＰＳＳ ２０．０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３ 计算原始数据的均值及

标准差，用 Ｏｒｉｇｉｎ ８．０ 软件进行作图，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中的单因素方差分析对土壤中碳组分、真菌数量、细菌数

量、理化因子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 环境因子、土壤碳组分、真菌、细菌数量的相关性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分析软件。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炉渣与生物炭施加对稻田土壤有机碳和活性有机碳的影响

分别于 ２０１７ 年早、晚稻拔节期和成熟期（即炉渣与生物炭施加处理 ２ 年后），采集土壤样品，测定土壤中

的有机碳（ＳＯＣ）及溶解性有机碳（ＤＯＣ）、易氧化碳（ＥＯＣ）、微生物生物量碳（ＭＢＣ）等活性有机碳的含量，结
果见图 １。

土壤有机碳（ＳＯＣ）含量如图 １ａ 所示，对照组 ＳＯＣ 含量的平均值为 １５．３６±０．０７ ｇ ／ ｋｇ，炉渣施加处理为

１５．９６±０．３０ ｇ ／ ｋｇ，生物炭施加处理为 １６．８０±０．０７ ｇ ／ ｋｇ，混施处理为 １６．２５±０．０３ ｇ ／ ｋｇ。 从早晚稻 ＳＯＣ 含量的平

均值来看，３ 种施加处理都能增加稻田土壤 ＳＯＣ 含量。 但是，施加处理对不同水稻生长时期 ＳＯＣ 含量的影响

不同。 在早稻拔节期，与对照相比，炉渣和混施处理分别增加了 ４．２８％和 ４．３２％，达到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在

早稻成熟期，与对照相比生物炭处理 ＳＯＣ 含量增加了 １３．４３％（Ｐ＜０．０５）。 在晚稻拔节期，生物炭处理 ＳＯＣ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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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炉渣与生物炭施加处理对稻田土壤有机碳含量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ｌａｇ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ｐａｄｄｙ ｓｏｉｌ

ＳＯＣ：土壤有机碳，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ＯＣ：溶解性有机碳，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ＥＯＣ：易氧化碳，ｅａｓｉｌｙ ｏｘｉｄｉｚ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ＭＢＣ：微生物生物量

碳，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ａｒｂｏｎ； 图中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一时期不同施加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处理不同时期间

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量增加了 １７．０８％（Ｐ＜０．０５）。 在晚稻成熟期，与对照相比，炉渣、生物炭、混施处理 ＳＯＣ 含量分别增加了

７．１０％、６．２８％、１４．１５％（Ｐ＜０．０５）。
溶解性有机碳（ＤＯＣ）含量如图 １ｂ 所示，对照组 ＤＯＣ 含量的平均值为 ３７．１６±３．４０ ｍｇ ／ ｋｇ，炉渣施加处理

为 ２７．４２±２．５３ ｍｇ ／ ｋｇ，生物炭施加处理为 ３６．９２±３．２３ ｍｇ ／ ｋｇ，混施处理为 ２２．７５±２．９９ ｍｇ ／ ｋｇ。 与对照相比，炉
渣、生物炭均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而混施处理显著降低了稻田土壤 ＤＯＣ 的含量，降低比例为 ３８．７９％（Ｐ＜
０．０５）。 但是，施加处理对不同水稻生长时期 ＤＯＣ 含量的影响不同。 在早稻拔节期，与对照相比炉渣、混施处

理分别减少了 ３２．３６％、４１．３３％，达到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在早稻成熟期，与对照相比炉渣处理降低比例达

２８．４４％（Ｐ＜０．０５）。 在晚稻拔节期，与对照相比混施处理降低比例为 ４６．３９％（Ｐ＜０．０５）。 在晚稻成熟期，与对

照相比混施处理降低比例为 ４０．２２％（Ｐ＜０．０５）。
易氧化碳（ＥＯＣ）含量如图 １ｃ 所示，对照组 ＥＯＣ 含量的平均值为 ４．８２±０．４０ ｇ ／ ｋｇ，炉渣施加处理为 ４．８６±

０．５３ ｇ ／ ｋｇ，生物炭施加处理为 ４．７６±０．３２ ｇ ／ ｋｇ，混施处理为 ４．４０±０．２４ ｇ ／ ｋｇ。 与对照相比，炉渣、生物炭、混合

施加均未达到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但是，施加处理对水稻不同生长时期稻田土壤 ＥＯＣ 含量的影响不同。 在

早稻拔节期，与对照相比炉渣与混施分别降低了 １９．７７％，１９．７９％（Ｐ＜０．０５）。 在早稻成熟期，与对照相比，炉
渣、生物炭、混施分别降低了 ２８．１９％，３２．２７％，５５．００％（Ｐ＜０．０５）。 在晚稻拔节期，与对照相比混合施加增加了

３４．３０％（Ｐ＜０．０５）。 在晚稻成熟期，与对照相比炉渣处理增加了 ４１．８９％（Ｐ＜０．０５）。
微生物生物量碳（ＭＢＣ）含量如图 １ｄ 所示，对照组 ＭＢＣ 含量的平均值为 ２９７．８１±２９．２１ ｍｇ ／ ｋｇ，炉渣施加

处理为 ３２７．６６±４７．２６ ｍｇ ／ ｋｇ，生物炭施加处理为 ２８９．０４±４６．８９ ｍｇ ／ ｋｇ，混施处理为 ３０１．３２±４０．５０ ｍｇ ／ ｋｇ。 与对

照相比，炉渣、生物炭、混合施加均未达到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在晚稻成熟期，与对照相比炉渣处理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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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５２％（Ｐ＜０．０５）。
以上结果显示，混施处理 ２ 年后，仍可使稻田土壤的 ＳＯＣ 含量较对照有显著增加，而 ＤＯＣ 含量则较对照

有显著降低（Ｐ＜０．０５），说明混合施加处理可提高土壤碳库的稳定性，并且具有持续效应。
２．２　 炉渣与生物炭施加对水稻土微生物数量的影响

于 ２０１７ 年早、晚稻生长的拔节期和成熟期（施加处理 ２ 年后）采集土壤样品，分别测定细菌数量和真菌

数量，结果见图 ２。

图 ２　 炉渣与生物炭施加处理对土壤微生物数量及比值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ｌａｇ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

图中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一时期不同施加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处理不同时期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土壤细菌数量如图 ２ａ 所示：对照组细菌数量平均值为 １．５４×１０７±０．１１×１０７ ＣＦＵ ／ ｇ，炉渣施加处理为 ２．０９×
１０７±０．１４×１０７ ＣＦＵ ／ ｇ，生物炭施加处理为 ２．０６×１０７±０．１０×１０７ ＣＦＵ ／ ｇ，混施处理为 ２．１２×１０７±０．１８×１０７ ＣＦＵ ／ ｇ。
从早、晚稻拔节期和成熟期细菌数量的均值来看，炉渣、生物炭、混施处理都增加了细菌数量。 但是，施加处理

对不同水稻生长时期土壤细菌数量的影响不同。 在早稻拔节期，炉渣、生物炭、混合施加处理使土壤细菌数量分

别增加了 ３３．３１％、３０．２８％、２０．１１％，但与对照之间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在早稻成熟期，对照与炉渣、生物炭、混
合施加处理之间差异显著，３ 种施加处理都显著增加了土壤细菌数量（Ｐ＜０．０５），增加比例分别为５３．４４％、
４４．５１％、４７．３４％。 在晚稻拔节期，炉渣处理土壤细菌数量显著高于对照（Ｐ＜０．０５），增加比例为３６．８５％。 在晚稻成

熟期，与对照相比，生物炭和混施处理增加了细菌数量（Ｐ＜０．０５），增加比例分别为４５．３１％、７１．８９％。
土壤真菌数量如图 ２ｂ 所示：对照组真菌数量平均值为 ８．７７×１０４±０．５１×１０４ ＣＦＵ ／ ｇ，炉渣施加处理为 ９．８３×

１０４±０．７１×１０４ ＣＦＵ ／ ｇ，生物炭施加处理为 ８．２９×１０４±０．６９×１０４ ＣＦＵ ／ ｇ，混施处理为 ８．２４×１０４±０．７１×１０４ ＣＦＵ ／ ｇ。
从总体看来只有炉渣施加处理增加了真菌数量，生物炭、混施处理真菌数量略有下降。 但是施加处理对水稻

不同生长时期真菌数量的影响不同。 在早稻拔节期，对照与炉渣、生物炭、混合施加处理之间差异不显著（Ｐ＞
０．０５）增加比例分别为 ３．２９％、１１．２６％、１３．８８％。 在早稻成熟期，炉渣处理显著增加了土壤真菌数量（Ｐ＜
０．０５），增加比例为 １７．１１％。 在晚稻拔节期，炉渣与混施处理显著降低了土壤真菌数量（Ｐ＜０．０５），减少比例分

５　 ２１ 期 　 　 　 蓝兴福　 等：炉渣与生物炭施加对稻田土壤碳库及微生物的后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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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２４．７４％、３２．８９％。 在晚稻成熟期，炉渣、生物炭、混合施加处理都增加了土壤真菌的数量均未达到差异显

著（Ｐ＞０．０５），增加比例分别达到 ２８．０９％、９．１０％、７．００％。
土壤真菌 ／细菌比值如图 ２ｃ 所示：对照处理真菌 ／细菌比值的平均值为 ５．７６×１０－３±０．５３×１０－３，炉渣处理

为 ４．９０×１０－３±０．５７×１０－３，生物炭处理为 ４．１２×１０－３±０．２５×１０－３，混施处理为 ４．１０×１０－３±０．４９×１０－３。 在早稻拔节

期与对照相比，３ 种处理差异均不显著（Ｐ＞０．０５）。 在早稻成熟期，与对照相比，３ 种处理的真菌 ／细菌比值均

显著降低（Ｐ＜０．０５），分别降低了 ２５．２１％、３３．９０％、４１．６８％。 在晚稻拔节期，与对照相比，３ 种处理的真菌 ／细
菌比值均显著降低（Ｐ＜０．０５），分别降低了 ２１．０６％、３１．４７％、４２．８２％。 在晚稻成熟期，对照与各施加处理之间

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２．３　 环境因子与稻田土壤有机碳含量及微生物的相关性

炉渣与生物炭施加处理条件下土壤理化因子与活性有机碳含量及微生物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 １
所示。 由表 １ 可知，ＳＯＣ 含量与碳 ／氮比值呈极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１），与总氮呈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５），与容重

呈显著负相关（Ｐ＜０．０５）。 ＤＯＣ 含量与土温、含水量呈极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１），与容重、ｐＨ 呈极显著负相关

（Ｐ＜０．０１）。 ＭＢＣ 含量与电导率呈显著负相关（Ｐ＜０．０５）。 ＥＯＣ 含量与 ｐＨ 呈显著负相关（Ｐ＜０．０５）。 细菌数

量与 ｐＨ 呈极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１），与土温呈极显著负相关（Ｐ＜０．０１）。 真菌数量与含水量呈极显著正相关

（Ｐ＜０．０１），与土壤容重呈极显著负相关（Ｐ＜０．０１）。 真菌 ／细菌比值与含水量呈极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１），与土

壤容重呈极显著负相关（Ｐ＜０．０１），与土温呈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５）。

表 １　 环境因子与土壤有机碳、细菌和真菌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ａｎｄ ｆｕｎｇｉ

总氮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碳 ／ 氮
Ｃａｒｂｏｎ ／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ｒａｔｉｏ

容重
Ｂｕｌｋ ｗｅｉｇｈｔ

电导率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Ｈ 土温

Ｓｏｉ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含水量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ＳＯＣ ０．３６１∗ ０．６０５∗∗ －０．３２６∗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４ ０．１４３ ０．１９３
ＤＯＣ －０．１８２ ０．１９４ －０．６１７∗∗ －０．０６４ －０．５０４∗∗ ０．５６３∗∗ ０．５１１∗∗

ＥＯＣ －０．１４５ ０．１３７ ０．１７０ －０．２９５∗ ０．２４２ －０．０９４ －０．０４３
ＭＢＣ ０．２４３ －０．０５３ －０．０８８ ０．１２０ －０．３３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８０
细菌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０．１３７ －０．０３３ ０．１７１ ０．０４７ ０．４３７∗∗ －０．４７７∗∗ ０．２４４
真菌 Ｆｕｎｇｉ ０．０９０ －０．０４１ －０．４４０∗∗ ０．０３９ ０．２８４ －０．１６６ ０．４４５∗∗

真菌 ／ 细菌 Ｆｕｎｇａｌ ／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０．０１６ －０．０３２ －０．５５６∗∗ －０．０１２ －０．１２２ ０．２９６∗ ０．４４２∗∗

　 　 ∗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ＳＯＣ：土壤有机碳，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ＯＣ：溶解性有机碳，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ＥＯＣ：易氧化碳，ｅａｓｉｌｙ ｏｘｉｄｉｚ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ＭＢＣ：微生物生物量碳，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ａｒｂｏｎ

２．４　 稻田土壤有机碳含量与微生物的相关性

稻田土壤有机碳含量与微生物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 ２ 所示。 由表 ２ 可知，细菌数量与 ＤＯＣ 含量呈极

显著负相关（Ｐ＜０．０１），与 ＭＢＣ 含量呈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５），与 ＥＯＣ 含量呈显著负相关（Ｐ＜０．０５）。 真菌数量

与真菌 ／细菌比值呈极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１）。 真菌 ／细菌比值与 ＤＯＣ 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１）。

表 ２　 有机碳与土壤微生物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ａｎｄ ｆｕｎｇｉ

细菌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真菌
Ｆｕｎｇｉ

真菌 ／ 细菌
Ｆｕｎｇａｌ ／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ＳＯＣ ＤＯＣ ＭＢＣ ＥＯＣ

细菌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１
真菌 Ｆｕｎｇｉ ０．２４８ １
真菌 ／ 细菌 Ｆｕｎｇａｌ ／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０．２５４ ０．８６３∗∗ １
ＳＯＣ ０．０９５ －０．０４２ －０．０９１ １
ＤＯＣ －０．４００∗∗ ０．１６０ ０．３９３∗∗ ０．０４３ １
ＭＢＣ ０．３６１∗ ０．０９７ －０．０５９ ０．０２ －０．１４６ １
ＥＯＣ －０．３２２∗ －０．０４２ ０．１１６ ０．１６１ －０．０１３ ０．１３５ １
　 　 ∗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ＳＯＣ：土壤有机碳，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ＯＣ：溶解性有机碳，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ＥＯＣ：易氧化碳，ｅａｓｉｌｙ ｏｘｉｄｉｚ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ＭＢＣ：微生物生物量碳，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ａｒｂｏｎ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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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３．１　 炉渣与生物炭施加对稻田土壤有机碳的后续效应影响

Ｗａｎｇ 等人［１９］在施加当年分析了稻田土壤中各种碳组分的含量，发现生物炭、炉渣单一施加和混合施加

处理，均可提高早、晚稻土壤 ＳＯＣ、ＤＯＣ、ＭＢＣ 的含量，但降低了 ＥＯＣ 的含量。 本研究在施加处理 ２ 年后（２０１７
年），再次检测土壤中各有机碳的含量，结果显示施加处理组的 ＳＯＣ 含量仍然高于对照组，ＤＯＣ 含量较对照组

低，与对照组相比，施加处理提高了早稻土壤 ＥＯＣ 含量，但降低晚稻土壤 ＥＯＣ 含量。 各施加处理组晚稻 ＭＢＣ
含量较对照组高。 说明炉渣与生物炭具有较为长期尺度上的碳固定与稳定作用。

稻田施加炉渣与生物炭 ２ 年后，于 ２０１７ 年对土壤 ＳＯＣ 含量进行检测，发现各施加处理组土壤中 ＳＯＣ 含

量保持相对稳定，这是因为生物炭矿化速率很低［２０］。 与对照相比处理组 ＳＯＣ 的含量有显著提高，其作用机

制初步认为是由于炉渣中铁离子、钙离子与碳结合形成铁结合态碳和钙结合态碳，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 ＳＯＣ
稳定性，从而促进土壤碳的固持；其次在水稻生长过程中，炉渣和生物炭的施加可以增加土壤中氮的输入，促
进植物根系的生长，根系的生长过程中会分泌出大量营养物质，微生物可以直接利用这一部分营养物质，减少

对土壤中碳源的利用，从而进一步影响 ＳＯＣ［２１］。 本研究进一步显示土壤 ＳＯＣ 与土壤容重呈显著负相关，这与

邓艳林［２２］的研究相似，主要是由于容重通过影响土壤通透性进一步影响植物生长，从而增加植物向土壤中的

碳输入。 另外在通气性较好的条件下，植物残体分解较快，可以向土壤中输入更多的碳。 ＤＯＣ 主要来源于表

层有机质的淋洗、溶解，同时也是微生物可以直接利用的碳源。 本研究发现拔节期的 ＤＯＣ 含量比成熟期的

高，一方面在拔节期土壤长期处于淹水状态会使土壤孔隙中丰富的 ＤＯＣ 释放到水中，造成土壤中 ＤＯＣ 的流

失［２３］，另一方面土壤 ＤＯＣ 含量同样也受人为耕作条件、微生物活性等一系列因素控制［２４］。 表 １ 显示土壤

ＤＯＣ 与土温呈极显著正相关，这与 Ｔｏｏｓｉ 等 ［２５］的研究结果一致，主要是因为温度高有利于有机质的分解从而

促进土壤可溶性有机碳含量的增加。 ＥＯＣ 是土壤有机碳中最容易被氧化的活性有机碳，其含量与 ＳＯＣ 含量

密切相关。 土壤中 ＳＯＣ 含量高的时期，其 ＥＯＣ 的含量也相对较高。 图 １ 显示在早稻生长期炉渣、生物炭、混
施处理 ＥＯＣ 的含量都比对照低，主要因为炉渣和生物炭的施加使土壤的 ｐＨ 升高，ｐＨ 值可以影响土壤微生物

的活性和类群，从而进一步影响 ＥＯＣ 的循环［２６］。 另外外源物质施加之后，作为重要的胶结物质可以增强土

壤有机碳保护机制的形成，如团聚体物理保护、铁铝化学保护以及微生物作用的影响，进而逐步使得活性碳向

惰性碳转化。 ＭＢＣ 主要是真菌、细菌等土壤微生物体内结合的有机碳，是土壤中最活跃的有机碳，与土壤有

机碳之间的转换密切相关。 与对照组比，施加处理增加了 ＭＢＣ 含量，主要是因为炉渣与生物炭施加后经过一

定时间的迁移、转化，可以进一步改善土壤结构，形成一种适合于微生物生长的环境，从而促进了微生物生物

量在施加两年后进一步提高。 本研究发现在早稻生长期对照组及各施加处理组 ＭＢＣ 的含量都比晚稻的高，
其原因可能是在上一年植物残体分解为微生物提供了大量可利用的碳源，促进了微生物的繁殖，所以早稻的

ＭＢＣ 含量高于晚稻的 ＭＢＣ［２７］。 另一方面，经过早稻生长期，土壤中的营养物质被大量利用，导致微生物可利

用的营养物质减少，从而导致 ＭＢＣ 的含量也相对较少［２８］。
３．２　 炉渣与生物炭施加对稻田土壤微生物的影响

微生物是土壤有机质的主要分解者，微生物的数量、活性及群落结构变化会使微生物的代谢发生变化，从
而进一步影响土壤中碳的储量［２９］。 图 ２ 显示炉渣、生物炭、混合施加对土壤微生物的数量都有较大影响。 拔

节期真菌、细菌数量高于成熟期，这与王妙莹 ［１３］的研究结果一致。 水稻在拔节期生长旺盛，根系分泌出大量

的营养物质可供微生物利用，其次在拔节期土壤容重低，土壤通透性好，更有利于微生物的生长繁殖［３０］。 生

物炭、炉渣呈碱性，施加生物炭、炉渣后可以提高土壤 ｐＨ，在一定的程度上增加了细菌数量［３１］，炉渣中还含有

大量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炉渣的施加可以补充土壤中的微量元素，从而提高细菌数量。 早稻生长期和晚稻

生长期相比，早稻的细菌数量明显多于晚稻，其原因是经过一两个月的土地休整期，土壤中的细菌数量恢复到

较高水平；其二是植物残体腐烂为土壤提供了大量腐殖质，微生物利用这些营养物质进行大量繁殖，这与宗庆

７　 ２１ 期 　 　 　 蓝兴福　 等：炉渣与生物炭施加对稻田土壤碳库及微生物的后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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姝 ［３２］研究一致。 在 ２０１５ 年炉渣和生物炭施加当年，本课题组曾对真菌数量、细菌数量进行过测定，结果显

示炉渣和生物炭施加会降低细菌和真菌的数量。 初步认为炉渣中富含丰富的矿物质，缺乏有机质，施加后使

土壤中微生物可利用的碳源减少，从而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３３］。 而且施加的生物炭大多以稳定芳香环不

规则叠层堆积存在，表现出高度的微生物和化学惰性，施进土壤后难以被土壤微生物利用［３４］。 但是，施加处

理 ２ 年后（２０１７ 年）的检测结果显示，早、晚稻生长期各处理组的细菌数量都高于对照组。 可能原因是炉渣和

生物炭施加后，土壤微生物逐渐适应改变后的环境，加上生物炭富含微孔，可以使水分和养料保存在微孔中，
可为微生物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避免被其他生物捕食［３５］。
３．３　 稻田土壤有机碳含量、微生物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细菌数量对有机碳和环境变化敏感，其中 ＭＢＣ 含量与细菌数量呈显著正相关，其原因是细菌是土壤中重

要的微生物种类，也是 ＭＢＣ 的主要贡献者，因此，细菌数量越高，ＭＢＣ 含量也高。 ＥＯＣ 和 ＤＯＣ 分别与细菌数

量呈显著和极显著负相关，其原因可能是因为细菌数量增多时，土壤中的 ＥＯＣ 和 ＤＯＣ 被细菌大量利用，从而

导致在土壤中的含量相对较少。 土壤温度与细菌数量呈极显著正相关，土壤温度升高，酶的活性加强，从而导

致微生物的生命活动加强［３６］。 土壤中的木质素和纤维素主要是通过真菌分解的，因此施加处理对真菌数量

的影响较小。 从图 ２ｂ 可以看出拔节期的真菌数量比成熟期的真菌数量都要多，其原因可能是在拔节期水稻

田处于淹水状态，而土壤湿度和通气量可能是影响真菌最大的影响因素［３７］，其次在拔节期水稻的秸秆没有完

全降解，真菌可以直接利用这些秸秆作为碳源进行生长繁殖。 此外，本研究发现低 ＳＯＣ 的土壤中细菌、真菌

的数量也相对较少，这些研究结果与近年来相关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３８］。 真菌 ／细菌比值可作为土壤微生物

群落变化的指标。 有研究表明，真菌 ／细菌的比值越高，土壤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健康程度越高［３９］，本研究发

现在水稻的拔节期真菌 ／细菌比值都比成熟期高，说明在拔节期土壤生态系统要比成熟期的好。

４　 结论

（１）炉渣和生物炭单一施加和混合施加 ２ 年后，施加处理组土壤 ＳＯＣ 含量较对照组仍有显著提高；ＤＯＣ、
ＥＯＣ、ＭＢＣ 含量与对照组差异不显著。

（２）炉渣和生物炭单一施加和混合施加 ２ 年后，与对照组对比，施加处理组真菌数量、细菌数量增加并不

显著。 单纯比较细菌、真菌数量及其比值对土壤碳库稳定性的指示作用不强。
（３）真菌、细菌并未对土壤 ＳＯＣ 产生明显影响。 细菌数量和 ＤＯＣ 及 ＥＯＣ 呈负相关，说明细菌数量的升

高不利于土壤碳库的稳定。

致谢：本研究在野外采样与室内分析过程中得到福建师范大学杨柳明老师，以及刘旭阳，金强同学的帮助，在
此一并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 ］　 Ｂｌｙｔｈ Ｅ Ｍ， Ｏｌｉｖｅｒ Ｒ， Ｇｅｄｎｅｙ Ｎ．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ｉｎ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ｎｅａｒ⁃ｓｕｒｆａｃｅ （ ｔｏｐ １ ｍ） ｓｏｉ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ｓ． Ｂｉｏ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２０１４， １１（１２）： １７９６７⁃１８００２．

［ ２ ］ 　 Ｎａｉｋ Ｓ Ｋ， Ｍａｕｒｙａ Ｓ， Ｂｈａｔｔ Ｂ Ｐ．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ｃｋ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ｒｃｈａｒｄｓ ｏｆ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ａｎｄ ｈｉｌｌ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Ａｇｒｏ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１７， ９１（３）： ５４１⁃５５２．

［ ３ ］ 　 Ｌｉ Ｙ Ｃ， Ｌｉ Ｙ Ｆ， Ｃｈａｎｇ Ｓ Ｘ， Ｌｉａｎｇ Ｓ Ｘ， Ｑｉｎ Ｘ， Ｃｈｅｎ Ｊ Ｈ， Ｘｕ Ｑ Ｆ．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ｓｏｉｌ ｆｕｎｇ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ｍａｎａｇｅｄ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ｂａｍｂｏｏ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１７， １０７： １９⁃３１．

［ ４ ］ 　 廖丹， 于东升， 赵永存， 王宁， 张海东， 潘剑君， 史学正． 成都典型区水稻土有机碳组分构成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土壤学报， ２０１５， ５２
（３）： ５１７⁃５２７．

［ ５ ］ 　 蒲玉琳， 叶春， 张世熔， 龙高飞， 杨丽蓉， 贾永霞， 徐小逊， 李云． 若尔盖沙化草地不同生态恢复模式土壤活性有机碳及碳库管理指数变
化．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７， ３７（２）： ３６７⁃３７７．

［ ６ ］ 　 Ｅｋｓｃｈｍｉｔｔ Ｋ， Ｌｉｕ Ｍ Ｑ， Ｖｅｔｔｅｒ Ｓ， Ｆｏｘ Ｏ， Ｗｏｌｔｅｒｓ Ｖ．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ｕｓｅｄ ｂｙ ｓｏｉｌ ｂｉｏｔａ ｔｏ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 ｗｈｙ ｉｓ ｄｅａ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ｌｅｆｔ ｏｖ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Ｇｅｏｄｅｒｍａ， ２００５， １２８（１ ／ ２）： １６７⁃１７６．

［ ７ ］ 　 丁雪丽， 韩晓增， 乔云发， 李禄军， 李娜， 宋显军． 农田土壤有机碳固存的主要影响因子及其稳定机制． 土壤通报， ２０１２， ４３（３）：
７３７⁃７４４．

８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 ８ ］　 Ｗａｎｇ Ｗ， Ｓａｒｄａｎｓ Ｊ， Ｌａｉ Ｄ Ｙ Ｆ， Ｗａｎｇ Ｃ， Ｚｅｎｇ Ｃ， Ｔｏｎｇ Ｃ， Ｌｉａｎｇ Ｙ， Ｐｅñｕｅｌａｓ Ｊ．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ｔｅｅｌ ｓｌａｇ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ｒｏｐ ｙｉｅｌｄ ｏｖｅｒ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ｓ ｉｎ ａ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ｐａｄｄｙ ｆｉｅｌ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ｉｅｌｄ Ｃｒｏｐ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 １７１： １４６⁃１５６．

［ ９ ］ 　 匡崇婷， 江春玉， 李忠佩， 胡锋． 添加生物质炭对红壤水稻土有机碳矿化和微生物生物量的影响． 土壤， ２０１２， ４４（４）： ５７０⁃５７５．
［１０］ 　 Ｌｉｕ Ｙ Ｘ， Ｙａｎｇ Ｍ， Ｗｕ Ｙ Ｍ， Ｗａｎｇ Ｈ Ｌ， Ｃｈｅｎ Ｙ Ｘ， Ｗｕ Ｗ Ｘ．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ＣＨ４ ａｎｄ ＣＯ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ｗａｔｅｒｌｏｇｇｅｄ ｐａｄｄｙ ｓｏｉｌ ｗｉｔｈ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ｉｌｓ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２０１１， １１（６）： ９３０⁃９３９．
［１１］ 　 Ｗａｎｇ Ｗ Ｑ， Ｌａｉ Ｄ Ｙ Ｆ， Ｓａｒｄａｎｓ Ｊ， Ｗａｎｇ Ｃ， Ｄａｔｔａ Ａ， Ｐａｎ Ｔ， Ｚｅｎｇ Ｃ Ｓ， Ｂａｒｔｒｏｎｓ Ｍ， Ｐｅñｕｅｌａｓ Ｊ． Ｒｉｃｅ ｓｔｒａｗ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ｙ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ｖｓ． ｌａｔｅ 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ｉｅｌｄ Ｃｒｏｐ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 １８１： ４２⁃５１．
［１２］ 　 Ｗａｎｇ Ｗ Ｑ， Ｓａｒｄａｎｓ Ｊ， Ｗａｎｇ Ｃ， Ｐａｎ Ｔ， Ｚｅｎｇ Ｃ Ｓ， Ｌａｉ Ｄ Ｙ Ｆ， Ｂａｒｔｒｏｎｓ Ｍ， Ｐｅñｕｅｌａｓ Ｊ． Ｓｔｒａｗ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ｏ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ｉｎ ａ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Ｒｉｃｅ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Ａｇｒｏｎｏｍｙ， ２０１７， ７（４）： ８４．
［１３］ 　 王妙莹， 许旭萍， 王维奇， 王广磊， 苏程举， 安婉丽． 炉渣与生物炭施加对稻田温室气体排放及其相关微生物影响． 环境科学学报，

２０１７， ３７（３）： １０４６⁃１０５６．
［１４］ 　 田静， 郭景恒， 陈海清， 范明生， 吕润海， 魏荔， 李晓林． 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溶解性有机碳组成的影响． 土壤学报， ２０１１， ４８（２）：

３３８⁃３４６．
［１５］ 　 Ｂｕｒｔｅｌｏｗ Ａ Ｅ， Ｂｏｈｌｅｎ Ｐ Ｊ， Ｇｒｏｆｆｍａｎ Ｐ Ｍ．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ｘｏｔｉｃ ｅａｒｔｈｗｏｒｍ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ｏｎ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ｄｅｎｉ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ｓｏｉ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ｏｉ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８， ９（１ ／ ３）： １９７⁃２０２．
［１６］ 　 Ｂｌａｉｒ Ｇ Ｊ， Ｌｅｆｒｏｙ Ｒ Ｄ Ｂ， Ｌｉｓｌｅ Ｌ． Ｓｏｉ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ｃａｒｂ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９５， ４６（７）： １４５９⁃１４６６．
［１７］ 　 Ｚｈａｎｇ Ｂ， Ｚｈａｏ Ｑ Ｇ， Ｈｏｒｎ Ｒ， 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ｌ Ｔ． Ｓｈｅａ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ｏｉｌ ａ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ｓｏｉｌ ｂｕｌｋ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Ｔｉｌｌａｇ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１， ５９（３ ／ ４）： ９７⁃１０６．
［１８］ 　 时立波， 王振华， 刘静， 吴海燕， 李秀侠． 几种杀线剂对土壤微生物数量及真菌多样性影响． 农药， ２００８， ４７（１２）： ９１７⁃９１９．
［１９］ 　 Ｗａｎｇ Ｗ Ｑ， Ｌａｉ Ｄ Ｙ Ｆ， Ａｂｉｄ Ａ Ａ， Ｎｅｏｇｉ Ｓ， Ｘｕ Ｘ Ｐ， Ｗａｎｇ 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ｔｅｅｌ ｓｌａｇ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ｏｏｌｓ ｉｎ

ａ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ｐａｄｄｙ ｆｉｅｌｄ． Ａｇｒｏｎｏｍｙ， ２０１８， ８（８）： １３５．
［２０］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 Ａ Ｒ， Ｇａｏ Ｂ， Ａｈｎ Ｍ Ｙ．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ｍ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ｍｏｎｇ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ａｒ⁃ａｍｅｎｄｅｄ ｓｏｉｌｓ． 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１１， ４３（６）： １１６９⁃１１７９．
［２１］ 　 Ｔａｎｇ Ｆ Ｋ， Ｃｕｉ Ｍ， Ｌｕ Ｑ， Ｌｉｕ Ｙ Ｇ， Ｇｕｏ Ｈ Ｙ， Ｚｈｏｕ Ｊ Ｘ．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ｎ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ｋａｒｓｔ ｇｏｒｇ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Ｓｏｌｉｄ Ｅａｒｔｈ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２０１５， ７（３）： ２２１３⁃２２４２．
［２２］ 　 邓艳林， 陈芳芳， 张景， 唐菲菲， 何介南， 吴立潮． 莽山不同次生林土壤有机碳分布与土壤物理性质的相关性． 南方农业学报， ２０１７， ４８

（４）： ６１６⁃６２２．
［２３］ 　 陈桂香， 高灯州， 陈刚， 曾从盛， 王维奇． 互花米草入侵对我国红树林湿地土壤碳组分的影响． 水土保持学报， ２０１７， ３１（６）： ２４９⁃２５６．
［２４］ 　 张翰林， 赵峥， 陆贻通， 曹林奎． 稻田土壤溶液中溶解性有机氮、碳的空间分布及其微生物降解特性． 环境污染与防治， ２０１４， ３６（１０）：

７⁃１２．
［２５］ 　 Ｔｏｏｓｉ Ｅ Ｒ， Ｓｃｈｍｉｄｔ Ｊ Ｐ， Ｃａｓｔｅｌｌａｎｏ Ｍ Ｊ． Ｓｏｉ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ｎ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ｕｐｔａｋｅ ｏｆ ｓｏｉ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４， ６１： ６８⁃７１．
［２６］ 　 王国兵， 赵小龙， 王明慧， 阮宏华， 徐长柏， 徐亚明． 苏北沿海土地利用变化对土壤易氧化碳含量的影响． 应用生态学报， ２０１３， ２４（４）：

９２１⁃９２６．
［２７］ 　 孙凤霞， 张伟华， 徐明岗， 张文菊， 李兆强， 张敬业． 长期施肥对红壤微生物生物量碳氮和微生物碳源利用的影响． 应用生态学报，

２０１０， ２１（１１）： ２７９２⁃２７９８．
［２８］ 　 葛萍， 蔡婷， 达良俊， 崔易翀， 王跃宏， 余方德． 不同恢复时期马尾松次生林土壤养分与微生物的演变． 中国农学通报， ２０１４， ３０（２２）：

２２⁃２７．
［２９］ 　 郝晓晖， 胡荣桂， 吴金水， 汤水荣， 罗希茜． 长期施肥对稻田土壤有机氮、微生物生物量及功能多样性的影响． 应用生态学报， ２０１０， ２１

（６）： １４７７⁃１４８４．
［３０］ 　 王群， 尹飞， 郝四平， 李潮海． 下层土壤容重对玉米根际土壤微生物数量及微生物量碳、氮的影响． 生态学报， ２００９， ２９（６）： ３０９６⁃３１０４．
［３１］ 　 聂新星， 李志国， 张润花， 汪霄， 顾炽明， 刘毅， 张过师， 陈防． 生物炭及其与化肥配施对灰潮土土壤理化性质、微生物数量和冬小麦产

量的影响． 中国农学通报， ２０１６， ３２（９）： ２７⁃３２．
［３２］ 　 宗庆姝， 杨冬艳， 张雪艳， 张学忠， 田蕾． ４ 种园艺废弃物还田对设施西芹土壤微生物活性的影响． 广东农业科学， ２０１５， ４２（２）： ５４⁃５８，

６７⁃６７．
［３３］ 　 Ｏｋｕｄａ Ｔ， Ｌｉｎ Ｆ Ｙ， Ｎａｋａｉ Ｓ， Ｎｉｓｈｉｊｉｍａ Ｗ， Ｋａｔａｙａｍａ Ｙ， Ｏｋａｄａ Ｍ．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ａｎｄ⁃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６， ８８： １７７⁃１８５．
［３４］ 　 Ｐａｎ Ｆ Ｘ， Ｌｉ Ｙ Ｙ， Ｃｈａｐｍａｎ Ｓ Ｊ， Ｋｈａｎ Ｓ， Ｙａｏ Ｈ Ｙ．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ｃｅ ｓｔｒａｗ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ｉｎ ａ ｐａｄｄｙ ｓｏｉ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６， ５５９： １５⁃２３．
［３５］ 　 Ｌｅｈｍａｎｎ Ｊ， Ｒｉｌｌｉｇ Ｍ Ｃ， Ｔｈｉｅｓ Ｊ， Ｍａｓｉｅｌｌｏ Ｃ Ａ， Ｈｏｃｋａｄａｙ Ｗ Ｃ， Ｃｒｏｗｌｅｙ Ｄ．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ｂｉｏｔａ —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１１， ４３（９）： １８１２⁃１８３６．
［３６］ 　 李世清， 任书杰， 李生秀． 土壤微生物体氮的季节性变化及其与土壤水分和温度的关系． 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 ２００４， １０（１）： １８⁃２３．
［３７］ 　 刘振香， 刘鹏， 贾绪存， 程乙， 董树亭， 赵斌， 张吉旺， 杨今胜． 不同水肥处理对夏玉米田土壤微生物特性的影响． 应用生态学报， ２０１５，

２６（１）： １１３⁃１２１．
［３８］ 　 Ｙｕａｎ Ｈ Ｚ， Ｇｅ Ｔ Ｄ， Ｚｈｏｕ Ｐ， Ｌｉｕ Ｓ Ｌ， Ｒｏｂｅｒｔｓ Ｐ， Ｚｈｕ Ｈ Ｈ， Ｚｏｕ Ｚ Ｙ， Ｔｏｎｇ Ｃ Ｌ， Ｗｕ Ｊ Ｈ．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ｆｕｎｇ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ａｄｄｙ ｓｏｉｌ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ｉｌｓ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２０１３， １３（５）： ８７７⁃８８６．
［３９］ 　 Ｖｒｉｅｓ Ｆ Ｔ， Ｈｏｆｆｌａｎｄ Ｅ， Ｖａｎ Ｅｅｋｅｒｅｎ Ｎ， Ｂｒｕｓｓａａｒｄ Ｌ， Ｂｌｏｅｍ Ｊ． Ｆｕｎｇａｌ ／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ｒａｔｉｏｓ ｉｎ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ｇ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０６， ３８（８）： ２０９２⁃２１０３．

９　 ２１ 期 　 　 　 蓝兴福　 等：炉渣与生物炭施加对稻田土壤碳库及微生物的后续影响 　


